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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专论

清代家礼书与家礼新变化

赵克生　 安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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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对清代家礼书总体估量的基础上， 梳理了清代繁多家礼书的三类主要构成， 即前朝刊

本、 清朝官修家礼书和清人私修家礼书。 由此发现清代家礼一方面继承宋、 明以来的家礼传统， 面对相似

的社会环境， 担当相似的社会功能， 秉承相似的编纂原则； 另一方面， 清代家礼因其统治民族的满洲族性

和清代平民宗族发展等社会新情势， 在具体仪节和家礼结构等方面都有一些新变化。 与前朝相比， 清代家

礼无疑更加丰富多彩， 而不是湮没消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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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乾嘉学者从事的 “三礼” 研究占尽清代礼学的风光， 曾经蓬勃发展的宋明家礼学到了清代

好像突然消歇而湮没无闻。 台湾学者张寿安由此提出 “明清礼学转型”， 即从明代家礼向清代经

礼的转变， 从明代 “私家仪注” 的家礼学走向清代 “以经典为法式” 的仪礼学。①细绎张氏的

“转型说”， 至少存在两方面的疏漏： （一） 比之不类。 宋以后的礼学发展明显地呈现双轨并进的

趋势， 一是经学传统的延续， 注疏考训之类的经礼著作不断涌现； 一是家礼广泛传播， 深入民

间。 这是宋儒的大贡献， “将 ‘礼’ 从汉唐注疏的繁文中解放出来， 赋予其沟通小学、 大学之道

的践履意义”②。 到了明代， 家礼的编纂与实践尤为盛况空前， 而经礼著作的数量并不少于家礼

书， 清代各省通志 “艺文” 所载礼学类著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双轨并进的家礼与经礼具有不

同的学术特征， 家礼乃民众之指南， 经礼为少数经学家之事业， 不仅不同历史时期的家礼与经礼

差异很大， 就是同一时期二者也不能相提并论， 甚至同一个人的家礼著述与他的经礼著述亦判若

天壤。 如清代的江永， 为乾嘉学术的一代宗师， “康成之后， 罕其俦匹”， 他和弟子戴震、 金榜

等都深于礼学， 为清代礼学的代表性人物。 江永在经礼之外， 还编写了名为 《昏礼从宜》 的家

礼书， 一反乾嘉礼学 “以经典为法式”、 “崇古尊郑” 的主张， 倡导 “从俗从宜”， 不可 “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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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礼律今人之情”。① 非江永前后矛盾， 实际是家礼、 经礼二者不同类， 内在的学理要求必然

有别。 张寿安忽视了二者的不类， 硬性地进行了比较， 得出的 “转型说” 是不恰当的。 她要做

的或许是把明清家礼、 明清经礼分别作比较， 然后总结明清礼学转型的问题。 （二） 忽视明清两

代家礼的继承和发展。 张氏专注于乾嘉礼学而没有系统考察清代家礼的历史状况， 因此无法判断

清代家礼是否式微以致宋明以来的家礼学传统出现断裂？ 如果不是， 明清家礼应该有传承、 发

展， 不会出现经礼取代家礼或家礼式微而经礼独盛的情况， 换句话说， 清代的礼学仍然是双轨并

进的。 事实上， 有清一代家礼的编纂、 传播在社会上十分活跃， 只不过经礼学在乾嘉时期的学术

层面更有影响而已。
可能受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 学界对清代家礼殊少关注， 包括对清代礼学有专门研究的周启

荣、 商伟等人。 显然， 没有家礼的清代礼学是不完整的， 没有对清代家礼的系统考察， 也无法理

解明清礼学的历史关联、 以及清代社会的宗族发展和基层教化等问题。 故而， 笔者在反思 “明
清礼学转型” 的基础上， 拟对清代家礼书及家礼新变化作初步探讨， 期待抛砖之论能引发学者

对清代家礼更多、 更深入的研究。

一、 清代家礼书及其构成分类

以冠、 婚、 丧、 祭、 相见为主体的家礼具有教训正俗、 联宗收族等社会功能， 既是儒家政治

的 “治平” 之术， 又是士民之家的生活指南， 官与民皆舍弃不得。 虽有天崩地坼的明清易代，
宋明以来的家礼传统仍一脉相承。 康熙时， 《御纂性理精义》 收入朱子 《家礼》， 具有风示天下

的意义， 表明 《家礼》 的权威地位在清朝重新确立， 成为官民编撰家礼的蓝本或重要参考。
有清一代， 各地的家礼书层出不穷， 无论是通都大邑， 还是边鄙村镇， 都有家礼流布。 究竟

有多少种礼书？ 尽管文献不足， 现在难以确估， 还是有学者尝试作过统计。 何淑宜博士曾列举清

代出版的家礼与丧葬类礼书 ２３ 种②， 王锷教授的 《三礼研究论著提要》 在 “杂礼” 部分提到过

大约 １７ 种清代家礼书， 除去二者统计中重复的 ４ 种， 合计为 ３６ 种家礼书， 而这些刊行礼书可能

只是礼书总体的很小部分。 为合理估算， 笔者另辟蹊径， 先就湖南地区的家礼书进行较为细致统

计， 制作 《清代湖南的家礼书一览表》 如下：

序号 书名 纂修人 资料来源

１ 家礼拾遗 （五卷） 李文照 光绪 《湖南通志》 卷 ２４６ 《艺文》
２ 四礼时宜 张璨 光绪 《湘潭县志》 卷 １０ 《艺文》
３ 官民家礼 李如瑶等 雍正 《泸溪县志》 卷 ５ 《礼教志下》
４ 从宜家礼 （九卷） 黄宜中 光绪 《湖南通志》 卷 ２４６ 《艺文》
５ 家礼举要 潘荣升等 《宁乡潘氏重修族谱》， 乾隆五十年木活字本

６ 四礼从宜 杨锡绂 杨锡绂： 《四知堂文集》 卷 ２１ 《四礼从宜序》
７ 家礼要归 文之理 光绪 《湖南通志》 卷 ２４６ 《艺文》
８ 家礼编 张浩 光绪 《湖南通志》 卷 １８４ 《人物志二十五》
９ 家礼汇纂 罗昕望 同治 《茶陵县志》 卷 １８ 《人物·儒林》
１０ 四礼备参 皮宗仪 嘉庆 《沅江县志》 卷 ２５ 《人物·文苑》
１１ 冠礼长编 （一卷） 曾国藩 《曾文正公年谱》 卷 １２
１２ 四礼略 佚名 《湘潭兰下王氏四修族谱》， 同治十二年三槐堂木活字本

１３ 钱氏家礼 钱彰玾 《湘潭钱氏三修族谱》， 嘉庆二十三年彭城堂木活字本

１４ 四礼匡俗 叶向时 道光 《永州府志》 卷 ９ 《艺文·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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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 《昏礼从宜序》， 转自徐到稳： 《江永反朱思想及其对戴震的影响———基于新见文献 〈昏礼从宜〉 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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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名 纂修人 资料来源

１５ 丧服今制表 （一卷） 张华理 光绪 《湖南通志》 卷 ２４６ 《艺文二》
１６ 丧仪约 李心逸 光绪 《湖南通志》 卷 １９５ 《人物志三十六》
１７ 吾学录 吴荣光 吴荣光： 《石云山人集》 卷 ３ 《吾学录初编叙》
１８ 姚氏四礼 姚绍廷 《长沙姚氏续修族谱》， 光绪二年雍睦堂木活字本

１９ 四礼辑略 唐方正 《长沙善邑唐氏续修支谱》， 光绪三年榖贻堂木活字本

２０ 王氏家礼 王时迈 《湘潭凎田王氏重修族谱》， 光绪五年槐荫堂刻本

２１ 易氏四礼 易锡璜等 《潭州易氏支谱》， 光绪八年应源堂活字本

２２ 家礼略 张登埙等 《宁乡益阳张氏续修族谱》， 光绪十四年孝友堂木活字本

２３ 刘氏四礼 刘春茂 《安化刘氏六修族谱》， 光绪二十五年彭城堂木活字本

２４ 家礼辑要 谭世懋等 《湘潭谭氏四修族谱》， 光绪二十六年怀裕堂木活字本

２５ 家礼辑略 刘宏光 《长沙刘氏续修族谱》， 光绪二十六年九睦堂木活字本

２６ 家礼酌宜 彭伯雅等 《湘潭中湘彭氏五修族谱》， 光绪二十六年光裕堂木活字本

２７ 四礼从宜 曾传禄等 《湘潭石莲曾氏七修族谱》， 光绪二十七年木活字本

２８ 居家四礼 吴国甡 光绪 《湖南通志》 卷 ２４６ 《艺文二》
２９ 便民家礼 袁德劭 光绪 《湖南通志》 卷 ２４６ 《艺文二》
３０ 居丧必读 （二卷） 祝凤祥 光绪 《湖南通志》 卷 ２４６ 《艺文二》
３１ 朱氏四礼 朱家和 《善化鹅洲朱氏族谱》， 宣统元年敬修堂木活字本

３２ 丧礼辑略 （一卷） 丁宏会 光绪 《湖南通志》 卷 １８０ 《人物二十一》
３３ 祠礼臆说 黄道恩 光绪 《湖南通志》 卷 １８０ 《人物二十一》
３４ 丧礼要言 汤聘 光绪 《湖南通志》 卷 ２４６ 《艺文二》

有必要先对这份统计表作简单说明： 此表中只有两种礼书与何、 王二人的统计相重复； 表中

引用的湖南族谱数量有限， 当地应该存在更多的私家礼书； 清代湖南流行的前朝礼书， 如朱子

《家礼》、 郑泳 《家仪》、 宋纁 《四礼初稿》、 吕维祺 《四礼约言》 等， 皆未计入。 也就是说， 清

代湖南刊行、 流通的家礼书远不止表中所列之数。 由一省而推天下， 在新疆、 西藏、 蒙古、 东北

之外， 尚有安徽、 浙江、 江西、 福建、 山东、 河南、 河北、 陕甘、 两广、 云贵川等十余地区。 这

些地方中， 就礼教、 宗族兴盛程度而言， 湖南也可能处于平均水平。 由此可以推算， 清代家礼书

应该不少于 ３５０ 种。 而这些仅仅为汉人家礼书， 并不包括满人家礼书。
就全国范围而言， 这数百种家礼书可分为三类。 （一） 重刊前朝家礼书。 朱子 《家礼》 因其

权威性， 它的重刊自不待言， 官、 私刻本皆有。 即便 “乾嘉学者” 评价不高的那些明代家礼书在

清代家礼场域中仍具相当影响力， 不断被重刊。 康熙四十年 （１７０１）， 江南巡抚宋荦刊行了紫阳

书院校定的丘濬 《家礼仪节》， 同时附刻宋纁 《四礼初稿》、 吕维祺 《四礼约言》。 这一刊本流

布很广， 江南以外的周边省区也很多见， 在湖南的一些族谱里就常看到引用以上三部礼书的。 乾

隆初， 云南布政使陈弘谋在边地 “以礼型俗”， 刊印了宋纁 《四礼初稿》， 他认为宋氏礼书 “宜
于中原寒素之家， 尤宜于边方侧陋之族”。① 嘉庆时， 陕西兴安知府叶世倬以礼教民， 尝刻 《四
礼初稿》， 散布所属地方。 他说： “兴郡士民袭谬沿讹， 因仍习俗， 有大悖乎礼者。 某近捡商邱

宋氏所辑 《四礼初稿》 一书， 就朱子家礼删节之， 人人可守， 家家可行。 特付剞劂， 令家各一

编。 人道之立将于是乎赖之。”② 吕坤 《四礼翼》 “最切日用”， 是清人最为看重的一部明代家礼

书。 康雍时期儒学名臣朱轼对其推崇备至， 认为 “凡八篇深情至理， 虽愚夫妇亦当悚然动目

……是书虽与六经并存， 可也。” 朱氏任浙江巡抚时， 曾刊布过 《四礼翼》。 朱轼对 《四礼翼》
的推赏影响了他的门生陈弘谋， 陈氏在云南又一次重刊 《四礼翼》。 乾隆后期， 江苏赣榆知县邓

谐刻 《四礼翼》 等书劝学地方。③ 明代家礼书除了由地方官员主持重刊外， 如吕维祺 《四礼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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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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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弘谋： 《培远堂偶存稿》 卷 １， 《重刊四礼序》， 《清代诗文集汇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２８１
册， 第 ４３４ 页。
端木从恒： 《叶健庵先生年谱》 卷下，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第 １１９ 册， 第 ４２ 页。
陶樑： 《国朝畿辅诗传》 卷 ４８， 《邓谐》，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１６８１ 册， 第 ６２１ 页。



言》、 马从聘 《四礼辑宜》 等重刊本也有出自家族后代之手。
（二） 清朝官修家礼书。 官订家礼包括婚、 丧、 祭、 宴、 冠服、 相见等礼， 是士民之家日用

常行的礼仪， 著于 《清会典》， 详于 《大清通礼》。 清朝政府把这些家礼载之于国家政书， 意在

通过中央的权威为基层官民制订一套广泛遵守的礼仪规范， 在时异礼殊情形下体现 “从今制”
的时代特征。 相对于私家礼书， 官订家礼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违礼即是违制。 清人家礼援引官修

的礼仪， 就是避免 “戾与时制”。 然而， 无论是 《清会典》 还是 《大清通礼》， 因其卷帙浩繁，
非一般的家储人有之书， 穷乡僻壤每有未睹， 很少能直接影响士民之家的礼仪活动， 必须经过转

换， 把其中的相关家礼内容单独摘抄、 刊印， 才能让这些礼制进入官民之家。 道光时任湖南布政

使、 巡抚的吴荣光就是一位积极普及官修家礼的地方官员， 他的记述透视出官修家礼转换的基本

形式：
官民礼制具载 《大清会典》， 而卷帙浩繁， 不能家有其书， 以为率循之准。 道光四年，

增辑 《大清通礼》， 颁发直省， 刊刻流布。 八年， 复命内外各衙门将民间应用服饰及婚丧仪

制， 查照会典， 刊刻简明规条， 务使家喻户晓， 则有所率循矣。 然条教之式或久而辄忘，
《通礼》 全书或读而未能全会， 盖有待于学者也。 ……道光戊子， 奉父讳， 既葬， 庐墓于白

云山之北， 敬取 《大清会典》 《通礼》 《刑部律例》 《五部则例》 《学政全书》 等书， 于人心

风俗之所关， 政教伦常之众著者， 手自节录， 两载遂竟其业 （指 《吾学录》 成） ……历代

以来所因者宜遵， 所革者宜改， 悉以官书为定。①
从吴氏这段话看， 官修家礼转换的方式有二， 一是由地方政府把相关礼制辑出， 刊刻成规

条， 晓谕地方。 如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 曾刊示官民婚丧、 冠服等事简明规条十九款。② 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 清政府两次下令， 让礼部 “将 《会典》 《通礼》 内有关民间吉凶礼节者刊布通行， 以

资法守。”③ 另一种方式则将 《清会典》 《大清通礼》 这两部国家礼典中官民家礼的相关内容单

独辑出， 编成一书， 形成节编本刊刻传布。 吴氏自己就从 《清会典》 《大清通礼》 《刑部律例》
等政书中摘抄礼仪， 编纂成 《吾学录》 一书， 在湖南印行。 湖南一些私家礼书就由吴氏礼书吸

收官修家礼的内容。 如安化刘氏本着 “生今之世， 为今之人， 惟是谨遵皇朝所定 《会典》 《通
礼》 以为法守， 庶几免于戾乎” 的理念， 家谱所载刘氏家礼就是节录 《会典》 《通礼》 “官民家

礼” 有关 “士庶” 家礼部分。 同样， 广东香山韦氏 《冠婚丧祭节录》 从 《大清通礼》 择要、 分

类节录而成。④
（三） 清人私修家礼书。 出自清代名儒、 官绅之手或士民之家的私修家礼书名目繁多， 难以

枚举。 就编纂取向看， 大致有以下几种： （１） 朱子 《家礼》 节编本。 即以朱子 《家礼》 为范本

而删节成书， 其名常冠以 “辑要”、 “辑略”、 “举要”， 体现了朱子 《家礼》 在清人家礼编纂中

的权威性， 蔡世远 《家礼辑要》 可为典型。 蔡世远， 字闻之， 是康雍时期著名的理学家， 尊崇

朱子， 尽心礼教。 他曾说： “我以文公家礼倡吾闽三十年。” 《家礼辑要》 即为推广家礼所著， 此

书根据朱子 《家礼》 “辑其简要， 以合于乡俗之易行， 而省其无益之繁费。”⑤ 康熙时， 山东郯

城县令方殿元节取朱子 《家礼》， 分为宗法、 祠寝、 丧礼、 祭礼四篇， 易以里语， 用以教民。⑥
在湖南长沙刘氏看来， “紫阳 《家礼》 足为千古之圭臬”， 其所集 《家礼辑略》 乃因 《家礼》 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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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繁简， “节而录之， 与族众相遵守。”① 以上三人分布于不同地方， 分别代表士人、 官员与一般

的百姓， 他们编纂家礼书的相同之处显示， 对朱子 《家礼》 进行删繁就简可能是清人普遍采取

的方法。
（２） 朱子 《家礼》 的综合改编本。 以朱子 《家礼》 为大纲而杂采古今礼仪， 代表礼书有朱

轼的 《仪礼节要》、 汪绂 《六礼或问》 等。 “事事遵朱子” 的朱轼所著 《仪礼节要》 大旨以朱子

《家礼》 为主， 兼采 《仪礼》 “士相见”、 “乡饮酒” 及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 权衡于今古之间，
故于今礼多所纠正， 于古礼亦多所变通。 稍晚的汪绂本朱子 《家礼》 而于古礼有惓惓之意， 酌

取 《仪礼》 中之便于时用者以补其未备， 又取明代聂双江等编集的 《礼教仪节》， 成就了 《六礼

或问》。 乾隆以后， 这些综合改编本又加入大清 《会典》、 《通礼》 甚至大清律例等内容。 杨锡绂

自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 任湖南巡抚， 驻湘十年， 为教化之责， 编辑 《四礼从宜》：
第时代异制， 土俗异宜， 往往捍格而难通。 夫与苦于繁重、 格于往制而礼废， 毋宁参于

今制， 稍节繁文， 不失古人之意而礼行乎！ ……因于案牍之暇， 取 “三礼”、 《家礼》、 吕新

吾先生 《四礼翼》 《四礼疑》、 蔡闻之先生 《四礼辑略》 诸书， 参以 《会典》、 律例， 斟酌

损益， 辑为 《四礼从宜》 一册。②

杨氏 《四礼从宜》 把古礼、 今制与宋明时期的家礼书融汇一体， 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此类改

编本的综合性。
（３） 礼图本。 根据前代礼书， 把冠婚丧祭等礼仪制作成图本， 辅以简单文字说明， 即为家

礼图本。 曾任行唐知县的吴高增模仿明初行唐知县胡秉中 “礼图教民” 的做法， 取材于吕坤

《四礼翼》， 制成 “便览礼图” 数幅， 下缀四五言， “披图一览， 了如指掌。”③ 安徽怀宁凌氏所

刊 《家礼》 不同于常见的文字本， 而是包括冠婚丧祭四礼的 《家礼全图》， 附有 《家礼四道》，
说明躬行四礼的意义。 相对于文字本， 图本简约具体， 适用于朴实少文的村野之民。④

综上， 无论是重刻的宋、 明家礼书， 还是清人编纂的官私家礼书， 只是给民众礼仪活动提供

一种参考。 编纂者和行礼者都会因时之宜、 因地之宜、 因人之宜， 对家礼礼仪斟酌损益， 贵贱贫

富之不同， 器数文物亦互异。 清代家礼书版本的多样化正是由于家礼的这种灵活性。

二、 清代家礼书的编纂特点

繁多的清代家礼书虽然面目各异， 在编纂方面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从明清历史的长时段

来考察清代家礼书编纂的特点与变化趋势， 可以整体把握繁复、 多样的清代家礼， 看清明清家礼

的连续和发展。
显而易见的一个特点就是清代家礼书编纂的 “清承明制”。 这种明清家礼书的连续性不仅表

现在明代丘濬、 吕坤、 宋纁等人的家礼书在清代一再重刊， 成为清人的行礼指南， 还因为明清两

代的家礼都延续了宋以来儒家 “以礼化俗” 和 “以礼造族” 传统， 担当了相同的社会功能。 不

仅表现在一些清代家礼书直接参考、 节录明人的礼书而成， 更表现在明人家礼编纂的具体方法、
原则为清人所继承。 例如， 对朱子 《家礼》 删繁就简， 是明代士人在地方传布家礼知识的惯常

做法， 各地出现了许多以家礼或四礼 “节要”、 “要节”、 “简编”、 “辑要” 等名目的节编本家礼

书； 而对朱子 《家礼》 进行节录也是清人编纂家礼书的一个重要方法。 将 《明会典》 《明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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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家礼条款辑出， 另成一书， 类似礼仪手册， 刊布乡野， 这在明后期同样比较常见； 而清朝乾隆

以后 （特别是道光以后）， 《清会典》 《大清通礼》 体现的家礼 “今制” 的影响渐大。 这些相似

之处并不皆出于清人对明人的刻意模仿， 实际上， 明清家礼传统的延续性决定了家礼编纂、 传播

都可能有相通的地方。 正如效法明初行唐知县胡秉中 “礼图教民” 的清代行唐知县吴高增所称，
自己与胡氏 “旷世相感”， 所处的地方环境相似， 采取的教民方式不期而相同了。

进一步看， “清承明制” 还表现在明人的家礼创制为清人所认同、 取法。 明代家礼对朱子

《家礼》 继承中有变革， 以 “简易易行”、 “适时合宜” 为趋向， 形成了一些家礼新制。 如朱子

《家礼·冠礼》 “三加三醮” 用深衣大带、 幞头公服等， 这些衣冠至明代或已失传， 或只适用于

有官者。 故丘濬 《家礼仪节》 改用时制之衣帽， 宋纁 《四礼初稿》 更是并三加为一加， 简化礼

仪， 使之适用于普通百姓之家。 对于明人的改制， 清人认为 “甚为简便”。 长沙谭氏、 湘潭曾

氏、 湘潭何氏等家的冠礼皆袭用此礼。 蔡世远在他的 《家礼辑要》 中也称： “非世族仕宦之间，
只行一加可也。”① 朱子 《家礼》 的祠堂神主位次以西为上， 所谓神道尚右。 故高祖居西， 曾祖

而下以次而东， 成一字排列。 丘濬所定 “祭四世之图” 改为高祖居东第一室， 曾祖居西第一室，
祖居东第二室， 考居西第二室， 成 “左昭右穆” 格局。 《大清通礼》 继承了这种排列神主的方

式， 成为清人家礼的通行模式。② 朱子 《家礼》 于祠堂祭告及题神主则云显高祖、 显曾祖、 显

祖、 显考， 墓志墓碑皆无显祖、 显考之文。 丘濬改为祠庙、 墓祭都加 “显” 字， 清人沿用， “今
人概加显字， 则始于文庄。”③ 就连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人物纪昀虽对明代家礼学者殊少好评， 但

对明人的家礼也不是一笔抹煞。 他曾援引吕坤 “地道尚右” 之说， 论墓葬男女位次。④ 《家礼》
祠堂祔庙必以正妻， 以明嫡庶有別； 而吕坤 《四礼翼》 曰 “为节义而死者， 虽少虽贱必祔。” 纪

昀称之谓： “通儒之论， 足破迂拘。”⑤

第二个特点是清代家礼书的编纂经历了从 “宗朱子” 到 “从今制” 的嬗变。 清人家礼书的

“宗朱子” 取向实际上仍是明代遗风， 有清一代皆有回响， 尤以康熙、 雍正时期为盛。 这一时期

礼学的一个特色就是朱子礼学的兴盛， 很多礼学著作都环绕朱熹的 《朱子家礼》 《仪礼经传通

解》 而提出进一步的增修研究、 批评或者辩护。 或者用朱熹的礼学著作为基础， 继续编纂有关礼

制的书。⑥ 如蔡世远 《家礼辑要》、 湖南张璨 《四礼时宜》 等皆是根基于朱子 《家礼》 节略而

成。 乾隆以后， 要求 “教条出于上”， 由国家制定官民遵守的家礼以代替原先作为私家自用的家

礼书， 出现了家礼礼典化的趋势。 于是， 续修 《会典》， 新修 《大清通礼》， 家礼 “今制” 大

备， 私修家礼书 “从今制” 取向开始抬头。 此时， 《大清通礼》 虽然修成， 但版藏内府， 未曾流

布， 故以 《会典》 影响为主。 杨锡绂 《四礼从宜》 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乾隆时清人私修家礼书由

“宗朱子” 到 “从今制” 的过渡。 杨氏礼书中， 仍以 《家礼》 和明代礼书为主， 但参考了 《会
典》， 有不少 “从今制” 的意味。

至乾隆中后期， 《会典》 代表的家礼 “今制” 开始在一些私修家礼书中占主导地位。 如江西

新城的鲁鸿所著 《四礼通俗》 皆本 《会典》 之意。 道光以后， 随着 《大清通礼》 的重修与刊

布， 《会典》 《通礼》 二书并行， 在地方官员的推广下， 深入各地。 受其支配性影响， 清人私修

家礼书 “从今制” 的趋势更加明显。 这种转变可从光绪时湘潭谭氏 《家礼辑要》 的修撰窥得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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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朱子 《家礼》） 准今酌古， 有本有文， 数百年来， 茂族昌宗， 奉为圭臬。 ……我

先正曾取 《家礼》 刊入家乘， 洵为不易旧章。 而奠告之文、 制度之数、 升降拜跪之节， 或

不免详者过繁， 略者过简。 爰遵大清 《会典》、 《通礼》， 参以吴氏 《吾学录》、 郑氏 《家

仪》、 《四礼初稿》、 《四礼辑略》 等书， 从宜从俗， 斟酌变通， 以求合乎时尚。①

谭氏家族此前 “宗朱子”， 把朱子 《家礼》 收入族谱， 作为家族礼仪活动的指南。 到光绪重

修族谱时， 变为 “遵大清 《会典》、 《通礼》”， 废弃了朱子 《家礼》， 其他家礼书仅作为参考。
与谭氏相似的还有湘潭曾氏， 曾氏认为朱子 《家礼》、 宋纁 《四礼初稿》、 吕维祺 《四礼约言》
等家礼书 “宜于古者， 或不宜于今； 识其小者， 或未识其大。 惟国朝 《会典》、 《通礼》 二书超

越千古”， 因此， 曾氏所著 《四礼从宜》 以吴荣光 《吾学录》 为本， 择录 《会典》、 《通礼》 所

载家礼 “今制” 而成。②

当然， 从 “宗朱子” 到 “从今制” 是就清代家礼嬗变大趋势而言， 并不说明朱子 《家礼》
在清后期没有影响。 事实上， 朱子 《家礼》 仍具一定的权威， 既有如郭嵩焘对朱子 《家礼》 的

校刊， 也有如长沙益阳张氏 “只录 《家礼》 本文， 不详注说” 的 《家礼略》 等礼书。③ 内容上，
“今制” 与朱子 《家礼》 之间多有相同， 只是在服制、 衣冠、 告祝之词、 仪节繁简等方面有所调

整， 符合时代特征， 体现了 “时为大” 的礼学精神。
第三个特点是乾嘉考据之学对家礼编纂的影响。 在乾嘉学者看来， 经礼 （或古礼） 与家礼

（或俗礼） 是 “判然为二” 的， 这也是笔者所谓的 “双轨并进”。 虽如此， 礼经考证对家礼编纂

的影响仍宛然可见。 江永曾说， 考礼欲存古以资考核， 非谓先王之礼尽可用于今。 沈彤说的更明

白， 考礼乃为 “发圣人之蕴， 补先儒之阙， 解来学之疑”④。 对于家礼编纂， 礼经考证确有 “释
疑” 与 “补缺” 之功。 （１） 先看 “释疑”。 礼有常有变。 朱子 《家礼》 及明代家礼书所辑家礼

皆为常礼， 可以应对常规性的礼仪活动。 遇到特殊情况， 礼仪也需权变， 而礼书往往无明文， 这

时就需要礼家考论古今， 提出变礼方案。 沈彤作为一位深于礼学的考据学者就遇到类似情形。 如

震泽县沈维墉父亡未殡而祖亡， 维墉以嫡孙是否要兼主二丧而正承重之名？ 沈彤引古礼、 故事，
认为沈维墉父亡未殡， 只能 “摄重”， 不能 “承重”， 解决了疑难。⑤ 惠栋面对乡人 “庶殇是否

立后” 问题， 考证明晰， 认为不当立后。⑥ （２） 再看补阙。 前文提到的朱轼精于 《三礼》， 皆有

疏说， 因此博搜 《三礼》 及后世礼书， 辑有 《家仪》。 朱氏的家礼编纂就由三礼取材， 以补后世

礼书之不足。 汪绂惓惓于古礼， 酌取 《仪礼》 以补家礼之未备。
不仅如此， 家礼编纂有时要借助考据以明古礼而正俗礼之非。 家礼嬗变是一个礼、 俗相交而

变的过程， 受各地风俗的影响， 家礼仪节愈变愈远离礼的精神， 甚至违礼， 清人在编纂家礼时往

往要依靠考据， “矫俗以合礼”。 故姚际恒 《仪礼通论》 有言： “古礼今虽不能尽俾世从， 然为之

推详其旨， 阐明其义， 使后之人晓然知先型之本善， 悔末流之已失， 不亦可乎？”⑦ 这样的考据

在学者著述之外， 还出现在民间的家礼书中。 乾隆时， 湖南宁乡益阳唐氏家谱所载 “婚礼” 有：
按 《礼》， “妇见舅姑， 以枣栗腶修”。 《家礼》 改用币帛。 今妇见舅姑尊长不用贽， 而

舅姑尊长反以贽见新妇， 名曰揖仪， 是非礼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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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即 《仪礼》。 《仪礼·士昏礼》曰： “质明， 赞见妇于舅姑……妇执笲枣栗， 自门入， 升自

西阶进拜， 奠于席。” 贾公彦疏： “枣栗， 取其早自谨敬。” 由此可见， 唐氏婚礼注意到妇见舅姑

时以枣栗等为贽的本源与礼意是新妇向舅姑表达敬意与承诺的仪式， 两者关系不能颠倒。 唐氏礼

书没有从俗， 而以 《仪礼》 为准。 又， 江西波阳徐氏 “丧礼” 载：
禫， 祭名， 澹澹然， 平安之意。 ……凡期丧皆有禫。 《杂记》 曰： 期之丧， 十一月而

练， 十三月而祥， 十五月而禫。 近世率皆小祥除服， 失礼甚矣。①

依照古礼， 十三月小祥有渐从吉之意， 还需朔望会哭， 到十五月禫祭后才除服， 丧礼结束。 徐氏

“丧礼” 依古礼， 立 “禫祭” 以告族人， 废时俗 “小祥除服” 之仪。
根本上说， 考据之学对家礼的影响， 可视为乾嘉学者 “通经致用” 主张的落实， 家礼之于

经礼， 二者并行不悖而时有借鉴、 助益。

三、 清代家礼的新变化

以上所论已经显示了明清家礼有诸多的相承相因， 体现了中国礼仪变迁 “即有损益， 所因

居多” 的特点。② 但是， 清代家礼继承中也出现了一些新东西， 尤其清朝所具有的满洲民族特

性， 使得清代家礼有着不同的色彩， 并可能产生结构性变化。
首先要关注的是清代家礼中的 “满洲家礼”。③ 清朝是满人建立的王朝， 按照 “新清史” 代

表人物欧立德的 “族群主权” 观点， 满洲人是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 他们并没有被儒家主流

文化所完全同化， 为维持自身的独特性而刻意保存了骑射、 满语等民族传统。④ 其中就包含了满

洲家礼。 例如祭天祀神之礼， “上自大内， 外而王公， 凡我八旗满洲， 家家举行， 至恭至重。”⑤

因为满人的统治地位， 满洲家礼发生了由 “边缘” 到 “中心” 的变化， 成为清廷钦定的满人家

庭礼仪， 它与汉人奉行的家礼， 共同构成了清代家礼。 从这个意义说， 清代家礼是 “满汉二元

一体” 结构， 不同于宋、 明家礼的单一体系。
内容上， 满洲家礼大致由祭天祭神之礼 （即 “吉礼”）、 祠堂祭祀、 墓祭、 婚礼、 丧葬礼组

成。 （１） 祭天祭神之礼是满洲旧规， 最为重要， 清朝政府对其祭祀仪节进行了规范， 上升为

“国制”， 颁布了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与 《大清通礼》 “相辅而行”。 祭天祭神之礼包括

“立杆祭天” 和祭祀菩萨、 关帝和祖先等； 祭祀的时间通常为元旦、 新年、 春、 秋、 冬上旬吉

日； 所用祭品米儿酒、 打糕、 饽饽等， 别具满洲特色。⑥ （２） 满洲人的婚、 丧之礼在结构上依照

了汉人家礼， 但仍保持了一些满洲的特性。 如 “满洲服制” 不同于宋、 明家礼遵用的 “五服制

度”， 其丧服分粗布毛边三月服、 粗布毛边两月服、 粗布净边两月服、 细布净边两月服、 细布净

边一月服五类。 最重者为粗布毛边三月服， 相当于斩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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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布毛边三月服： 子为父母， 妻为夫、 为公姑， 室女为父母， 家人为家长， 家人为主

母； 服虽三月， 丧实三年。 故三年内不与宴会， 不听音乐， 不嫁娶， 非朝贺不着色衣不佩

饰。①

故满人家礼有 “百日墓祭， 孝子 （妇） 释服”。 对此礼制， 清人有解释： “子为父母三年丧而于

三月除服者， 以旗人不得在家守制， 故三月暂释之， 以奉官差， 非永除也。 仍在其服三年内， 逢

祭奠则服以往墓前。”②

又如 “丧礼” 对男子剪发、 留发各有专门仪节， 较汉人丧礼 “去冠被发” 繁复。 满人平日

“剃发留辫”， 子为父母主丧时先 “以辫横度至口角， 剪之”， 后留发， 不论服之轻重， 遇有服即

不剃； 服除， 再剃发留辫， 恢复正常发式。③

其次， “冠礼” 消亡是清代家礼的又一结构性变化。 家礼莫先于冠， 冠礼所以责成人， 责之

以为人子、 为人臣、 为人弟、 为人少之道， 故冠礼意义重大。 朱子也认为古礼之中冠礼易行。 但

是， 或因家贫难具礼数， 或因冠礼蕴含的文化意义不能被普通人充分理解， 或因仕宦之外的百姓

出力流汗讨生活而难以日常冠带， 近世以来冠礼虽礼文周详， 礼书必载， 行之者却少， 正如一些

明代地方志显示的， 唯士人之家间有举行。 入清之后， “薙发”、 “易服”， 对于清人而言， 戴帽

为一种生活的需要， 冠礼所附丽的汉家衣冠已经成为历史， 冠礼的文化象征意义也淡漠无痕了：
“近因服制更易， 男女幼皆薙发， 仅存辫髻， 非冠无以御寒， 故携抱之子皆加冠焉， 而斯礼遂

废。”④ 加之满人无行冠礼的文化传统， 清朝在制订国家礼典时取消了 “冠礼”：
冠礼， 自宋明以来虽或考定其制， 而当世鲜有行之者。 伏惟国朝典章明备， 宜古宜今，

要皆崇实斥虚， 以为亿万世遵守。 冠礼今既不行， 自无庸纂述。⑤

此后， 《清通典》 《大清通礼》 皆不载 “冠礼”， 冠冕之制并入 “冠服一门”。 这标志着传统冠礼

在国家礼制层面正式消亡。
冠礼消亡在民间主要表现为 “并冠入婚”， 即把冠礼作为婚礼的一个环节， 表示成人可婚之

意， 其仪节并无原先三加、 三醮、 命字等。 如在山东济南府：
冠礼久废。 惟将婚时着成人冠服， 拜父母、 兄弟、 姑姊妹， 外及宗族、 乡党、 乡先生。

此于婚礼无所附识者， 以为即冠礼之遗， 但未能特举， 故附于婚礼， 以存其意耳。⑥

湖南黔县胡氏家礼称， 冠礼之废， 其来已久。 今世相沿， 于婚期前一日， 簪花于帽， 红锦着

身。⑦ 如此， 就算行过冠礼了。
以上所论冠礼消亡， 主要就国家礼制层面和社会实态而言， 并不是说冠礼礼文的消失不传。

相反， 私家礼书多载有冠礼礼文， 具有 “冠礼失而存诸野” 的意味。 以湖南为例， 湘潭何氏呼

吁 “无废冠礼”： “男子冠礼今已久废……今备录之， 亦告朔废而饩羊不废之意也。 他日贤肖子

孙起而从古， 则因有礼之名， 以行礼之实， 不大有光于宗族乎？！”⑧ 何氏想用私家礼书保存冠礼

的文献， 为后世子孙复兴冠礼做准备。 这样的想法同样体现在宁乡潘氏家礼书中。 潘氏为说明为

何要在冠礼久废情况下保存文献， 他讲了一个故事： 越人有售宅而藏其故券者， 其父欲焚之，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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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不可， 欲复故宅须凭故劵。 家礼书记录冠礼， 即为复兴冠礼之故券。① 然而， 随着冠礼废而

不行， 这些礼文只能尘封在故纸中了。
第三， 除了结构性变动， 一些具体礼制也有一些新变化。 如乾隆时增加 “一子两祧” 服制，

补古礼之缺。 道光九年 （１８２９） 再作完善：
一、 独子兼承两祧。 两房分祧之子， 皆独子之亲子， 无降服之义， 应各为父母服斩衰三

年。 一、 两房承祧之孙， 各为祖父母服齐衰不杖期； 父卒， 嫡孙承重， 俱服斩衰三年。 一、
独子之子承祧别房者， 其本身为本生亲属， 俱从正服降一等。 其子孙为本生亲属， 只论所后

宗支亲属服制。 又小宗子出继小宗， 如己为所后父母丁忧持服， 嗣经兼祧两房者， 自应照礼

经不贰斩之义， 为所生父母服期年； 如虽出继在前， 尚未为所后父母丁忧持服， 旋经兼祧两

房者， 应仍以所生为重， 为所生父母服三年， 为兼祧父母服期年。②

婚礼多礼俗相交， 其制各地有异。 以湖南为例， “迎喜神” 之礼行于新妇轿至大门外时， 由

家长或亲戚致告紫微星君。 此为常规婚礼所少见。
宗祠祭祖礼仪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神主安放形式与主祭权的变动方面。 在清朝 “笃宗族以

昭雍睦” 政策的鼓励下， 缙绅、 士庶 “建宗祠者比比矣”。③ 这些宗祠突破了清朝礼典规定的祭

四代、 五代的限制， 往往祭至十数代或数十代者。 世系繁多情形下， 如何安放神主才能兼顾宗下

各支系和有功德者？ 有的宗祠吸收了明人 “群宗分庙” 的办法， 在宗祠内设立几个祭祀空间，
分别安放不同世系的神主。④ 如江西南城危氏， 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 建家庙。 祭至七十世。 追远

堂祀一世祖新公至三十三世祖凝公， 敦本堂祀三十四世祖亘公至显考宽陆公。 更于追远堂之东立

报功祠， 以祀先世及支下有功于祠者。⑤ 不过， 这样的安排需要宗祠深广宽大， 非有力之家难以

建造。 因此， 清代流行一种因陋就简的 “分层设龛” 安放神主的方法：
（河南内乡） 齐氏家庙筑台四层于堂， 以次递降， 奉高、 曾、 祖、 祢四世， 同为一龛，

不为限隔， 无妇翁相并之嫌， 昭四世一堂之乐。 又筑台一层于四代之上， 奉永远不祧之主，
以彰功德。 更筑台一层， 于上装以板， 左右有门， 以藏祧主， 亲尽者依 《通礼》 由左右祧

入。 每年元旦， 启祧主门， 与四代合祭， 祭毕仍藏之。⑥

齐氏家庙的神主摆放呈现 “直立型” 的分层设龛特点， 而甘汝来家祠设计则为横竖叠加的 “混
合型” 分层设龛：

今余家祠制拟于祠之正寝上下为两大龛。 上一龛以木板直界为三龛， 中龛分为三层， 最

上祀始祖， 次祀有功德与爵位者， 再次祀妣主之节孝曾经题旌者。 左右二龛各分二层， 右之

上层祀一世祖， 左之上层祀二世祖， 右之下层祀三世祖， 左之下层祀四世祖， 其五世祔右上

层， 六世祔左上层， 以次相祔， 更不别徙。 下一龛以木板界为四龛， 最右祀尊长之高， 少右

祀尊长之曾， 少左祀尊长之祖， 最左祀尊长之祢。 俟高之亲尽， 祧于上龛。 盖下龛递相迁

徙， 不主故常。 又于祠之左别筑一室， 凡宗族之无后者皆祀于中。⑦
“分层设龛” 因应了清代平民宗族的发展和大宗祭祀的需要， 体现了清代宗祠祭祖对 “统宗一

本” 之意的强调， 可以 “补家礼诸式之所未备”。⑧ 其中的功德配享曾为明代一些地方 （如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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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秉仁： 《中国家谱资料选编》， 第 ２２—２４ 页。
《清宣宗实录》 卷 １６２， 道光九年十一月己酉。
《 （江阴邢氏） 宗祠说》， 陈秉仁： 《中国家谱资料选编》 第 ８０９ 页。
赵克生： 《明代地方社会礼教丛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６８—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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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汝来： 《甘庄恪公全集》 卷 １３， 《祠堂图说》， 《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２５６ 册， 第 １３７ 页。
许三礼： 《读礼偶见》 卷下， 《许氏宗祠记事》， 《四库存目丛书》 经部第 １１５ 册， 第 １２７ 页。



州） 宗祠所采用， 但朱子 《家礼》 不载。① 虽然 “分层设龛” 未见诸官修家礼和宋儒家礼， 但

它以私家礼制的形式流行， 载之于私家礼书， 从家礼实践的层面看， 无疑是一种新礼制。
清代宗祠祭祖礼制的另一个新趋势， 即主祭权的 “贵贵”、 “尚爵”。 宗法乃宋儒家礼的内在

精神， 其表现在宗祠祭祖上就是宗子主祭。 明代家礼书多继承这个宗法精神， 倡导宗子主祭。 虽

有邓元锡、 李廷机等人主张 “夺宗”， 由非宗子的富贵缙绅主持祭祖， 但响应者态度谨慎， 表明

“贵贵”、 “尚爵” 的原则没有取得普遍共识。② 入清以后， 有爵禄的官宦阶层要求主祭的声音更

加宏大、 高调， “贵贵”、 “尚爵” 渐成新传统。 许三礼说： “宗庙祭祀关乎禄位， 则宗法断当以

贵贵为定明矣。”③ 清代名儒如朱轼、 李光地、 李绂等人无不坚持 “主鬯者必用有禄位之人”④、
“主人行礼必视其爵”⑤。 方苞制订自家祠规， 也是以有无爵位与爵位大小为标准决定主祭权的归

属。⑥ 对于 “贵贵”、 “尚爵” 的合理性， 各人持论不尽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 以 《大清通礼》
《清会典》 为代表的家礼 “今制” 成为 “贵贵”、 “尚爵” 原则确立的重要依据。 湖南巡抚吴荣

光说：
古者重宗法， 主祭必以宗子。 然古所谓宗子者， 皆世官世禄者也。 今宗法不行， 贵显者

未必皆宗子， 而宗子或夷于氓隶， 支子虽贵， 又格于分， 不得伸其追远之爱， 遂不祭乎？
《记》 曰： “无田则不祭。” 祭用生者之禄， 是祭礼必大夫而后具， 明矣。 宗子而为大夫， 则

宗子主祭； 支子而有田禄， 则支子亦得主之。 故 《通礼》 家祭以官之大小， 分祭之隆杀，
不问其为宗子否也……此敬宗而寓贵贵之义也。⑦

吴氏是一位积极推行家礼的地方大员， 所编 《吾学录》 是影响湖南等地家礼编撰的重要礼书，
他支持主祭权的 “贵贵” 原则， 提示人们国朝 “今制” 取代古礼的宗子主祭是完全合理的。

结语

清代家礼是宋、 明家礼的延续与发展， 并不因为乾嘉经礼的光芒而黯然失色。 无论就家礼学

抑或清代礼学的整体而言， 清代家礼在礼书编纂、 家礼实践， 甚至家礼考据诸方面都生气勃勃，
并未出现有些学者所谓的 “礼学转型” 或断裂， 乾嘉经礼并没有取而代之， 相反， 经礼考证为

家礼的发展提供了学术支持。
不可忽略的是， 清代家礼在延续前朝传统的同时， 因为满洲民族的特性， 使清代家礼具有一

些特殊的面相， 特别是清代家礼发生了某些结构性变化， 例如满洲家礼的出现、 冠礼的消亡。 只

不过， 这些变化与所谓的 “礼学转型” 似乎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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